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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吾國之刑事訴訟法在歷經司法實務之醞釀及各界之折衝討論後
，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條文，於同年四月七日公布施行，增修條文正式引進認罪協商制度，誠可謂開啟吾國刑事訴訟程序之新頁。然而，協商程序之相關爭議，即使在新法通過並施行後，仍在學術界、實務界引起相當廣泛的討論
，其中不乏對制度本身的妥適性、實效性等議題提出質疑者；再加上媒體以顯著篇幅報導
臺中地方法院日前審理某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時，其中一名被告以千萬元為代價，提出認罪協商以換取緩刑，承審法官竟於庭訊過程中，二度感嘆：「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法律就是黃金一條」等語，此一新聞事件不但導致輿論及社會大眾對司法的疑慮，也使得甫行上路即爭議不斷的協商新制更為雪上加霜。

反觀認罪協商制度在美國，最初係源於司法實務的慣行，歷經百餘年的發展，終獲聯邦最高法院肯認其合憲性，進而形諸於法律之明文規範中。時至今日，儘管有來自學界的批評意見，認罪協商制度仍穩定、持續地以壓倒性多數之姿，盛行於美國的刑事司法實務中，估計有逾九成的刑事案件係經由認罪協商而獲致解決。試想，認罪協商制度何以在美國蓬勃發展，歷久不衰？美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及法制淵源或係重要因素，然而，在講求自由民主、尊重各州主權的美國聯邦體制下，認罪協商制度竟能在各州及聯邦之司法體系中，分別獲致發展並屹立不墜，其背後必然凝聚了絕大多數認同及支持的力量。

孔傑榮（Jerome A. Cohen）
博士於西元二○○五年三月四日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發表演說時，以極具震撼力的語調指出：「國家的法律制度必須滿足其人民的需求（“The legal system ha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誠然，法律是為人民而存在的，任何法律規範或制度，唯有以人民的利益及需求為其立論基礎，方能取得正當性依據。從而，協商程序固已在吾國立法通過，惟協商制度是否能在吾國法制生根，成為可長可久的制度；抑或如論者所憂慮的將導致司法體系之劣化，端賴該制度能否滿足人民需求並獲得人民認同而定。

基此體認，本文嘗試依循吾國法制變革的走向
，以美國法制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淺談認罪協商制度之淵源及其發展歷程，其次探討聯邦認罪協商制度之具體內涵及規範目的，同時兼顧認罪協商制度的實務操作情形，綜合歷史、理論、實踐等不同面向，觀察認罪協商制度得以深植於美國刑事司法體制的關鍵因素，同時以人民的需求為立足點，檢視吾國協商程序之立法，期能提出對協商程序新制的建議，以作為法制研修之參考。
貳、美國認罪協商制度之理論與實踐

一、緒論

典型的美國法庭戲碼深切描繪諸如：證人因律師犀利的詰問而啞口無言、案情因關鍵證物的致命破綻而急轉直下、控辯雙方震憾人心的言詞交鋒令陪審團為之動容等類場景，使美式審判制度的公平、正義形象，隨著媒體效應而廣植人心。誠然，投入龐大資源、操作繁複細緻的審判程序，理應作為刑事程序之核心，而為實現公平正義的普遍手段，然而，依據美國聯邦量刑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的統計，在所有的聯邦刑事案件中，經由審判而獲得判決之比率，於西元一九九八年僅占百分之六點四，之後呈逐年下降之勢，至二○○二年，僅存百分之二點九；相對於此，本於被告之「有罪答辯」（guilty plea）而為判決之比率，由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九十三點六，逐年上升至二○○二年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一
。換言之，在美國的刑事司法實務上，審判案件所占之比例甚微，絕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係經由有罪答辯而解決，無怪乎有學者指出，在現實世界中，刑事程序的核心是有罪答辯而非審判
。

本文擬先予澄清下述觀念：所謂「有罪答辯」（guilty plea）、「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認罪協議（plea agreement）各有其不同之內涵，有罪答辯係指被告就被訴罪名為有罪之答辯（關於被告答辯之種類及有罪答辯之有效性，容後詳述）；認罪協商則係指檢察官與被告（或其律師）透過某種形式的磋商，達成一致之協議，不經審判程序而解決對被告之刑事控訴程序；至於認罪協議，則係指控、辯雙方經由以上程序所達成之合意內容，三者不可不辨。進一步言之，被告之有罪答辯通常係控、辯雙方達成認罪協議之前提要件，惟因被告之有罪答辯將導致其多項憲法權利之放棄，故有罪答辯是否有效，尚須通過嚴格的司法審查，從而，關於認罪協商制度之討論，難免聚焦在有罪答辯之有效性檢視。其次，由於大部分的有罪答辯係認罪協商過程下之產物
，從而，國家應否（或得否）以罪、刑讓步為手段，以獲取被告之有罪答辯，此一議題係在探討認罪協商制度本身之良窳，與有罪答辯有效性之討論分屬不同層次。此外，被告之有罪答辯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得由被告予以撤回；惟本於控辯合意所達成之認罪協議，概念上應無「撤回」之可能，而係違反或不履行協議之問題，此時須探究者為認罪協議之執行力、違約之救濟程序、協議對第三人（或法院）之拘束力等。

承前所述，儘管大部分的有罪答辯均係認罪協商之產物，惟仍有部分案件之被告雖未獲得控方任何承諾，仍為有罪答辯者，其原因不難自協商（bargain）之本質加以理解，按協商通常係發生在交易雙方各有盤算，需透過彼此讓步才能互蒙其利之情形，從而，在控方證據薄弱或需要被告合作之案件，控方勢需作出某些讓步或承諾以換取被告之有罪答辯或合作，同時，辯方因面臨可能之罪刑，亦亟須控方承諾某些寬典以鎖定其風險，雙方因而產生協商之需求；反之，在控方證據堅強之案件，檢察官毋需作出任何讓步以換取被告之有罪答辯，自難建構協商平台，此際被告之所以仍願為有罪答辯，往往係出於其對法官量刑之認知，蓋以在司法實務上，法官就有罪答辯之被告所量處之刑罰，通常較經由審判程序判決有罪之被告所科之刑度為輕，尤以在美國聯邦量刑準則（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Guidelines）生效施行前，前者之刑度甚至較後者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

二、認罪協商制度之源起及發展

約翰．藍賓（John H. Langbein）研究指出
，認罪協商制度對大部分的習慣法（common law）歷史而言，是相當陌生的，然有重要證據顯示該慣行出現在十九世紀的英、美實務中。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陪審團審判其實是簡易且迅速的程序，以英國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位於倫敦老貝利街，俗稱Old Bailey）為例，當時陪審團審判每天約可審理十二至二十件重罪（felony）
案件，然而，在之後的二個世紀中，由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證據法則、律師代理等制度陸續發展，逐漸使得原本迅捷的陪審團審判成為冗長且繁複的程序，在案件不堪負荷下，認罪協商之慣行乃應運而生。

依據喬治．費雪（George Fisher）的研究
，認罪協商始於十九世紀，在前四分之三世紀，認罪協商於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 State）主要係適用於酒類管制法（liquor law）及謀殺案件之領域，檢察官有權以協商換取被告認罪而無庸法院之參與，此時期的認罪協商係罪的協商（charge bargaining），由被告對其中一項以上之罪名承認有罪，檢察官則以放棄其他罪名之訴追或（於謀殺案件）改以較輕罪名訴追以為交換；及至後四分之一世紀，由於法官轉而促成認罪協商，認罪協商多呈現出刑的協商（sentence bargaining）態樣，亦即被告以認罪換取較輕之刑度。在法官、檢察官的支持下，認罪協商突破原先酒類管制法及謀殺案件之狹窄領域，逐漸征服所有刑事犯罪之範疇，以麻薩諸塞州密德薩斯郡（Middlesex County）為例，至十九世紀末，已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七之刑事判決係本於被告之有罪答辯所作成者。

關於早期違反酒類管制法的案件何以有如此高之認罪協商比例，固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嘗試提出可能的解釋，然而，強有力的證據顯示，由於酒類管制法所特有的刑罰結構──針對各別犯行指定某一固定金額之罰金──幾乎將法官的刑度裁量權剝奪殆盡，使檢察官取得以操縱罪狀的手段來左右刑度之地位；同樣地，在謀殺罪等得處死刑之案件中，檢察官得允許被告就較輕之罪名承認有罪而免於遭受死刑。由於檢察官掌握到其在刑度方面的權力並加以運用，認罪協商之實務遂逐步發展成形。

在十九世紀中，麻薩諸塞州立法者察覺到檢察官在酒類管制法案件中所掌握之上述權力，因而立法加以禁止，此舉「近乎」成功地遏止檢察官在上開案件中操作認罪協商；然而，立法者並未消滅檢察官在謀殺案件中認罪協商之權利，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此類的協商相對言之為數尚少，導致在其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認罪協商在謀殺案件領域中，獲得格外顯著的發展。事實上，立法者在前述酒類管制法案件中，禁止檢察官操作認罪協商的努力，終究還是失敗，原因在於檢察官喪失操縱刑度的正式權力後，轉而發展出另一種非正式的策略──將案件歸檔（on file）──用以規避量刑條款，此一原始的「歸檔認罪協商（on-file plea bargaining）」即係今日緩刑（probation）制度的前身。至十九世紀末，緩刑儼然成為認罪協商最堅實的利器。

就檢察官的角度言，支持認罪協商無非係為解決龐大的案件負荷；然就被告的立場言，何以其亦自甘成為認罪協商之擁護者？早期由於大部分的被告並無律師代理辯護，因此其認罪的原因大抵係自忖難以憑一己之力贏得審判。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包括麻薩諸塞州在內的數個州通過立法賦予被告在審判中作證之權利，意外地導致有刑事前科的被告因畏懼進入審判程序
而選擇認罪；同時，由於前述緩刑制度幾乎對所有初次犯罪且承認有罪之被告均有適用，亦提供了初犯被告認罪的誘因，此二項因素更加促成認罪協商的崛起。

然而，獨獨檢察官及被告二方面爭取認罪協商的努力，尚不足以使該慣行突破酒類管制法及謀殺案件的範圍而擴及整個刑事領域，事實上，法官就十九世紀後期認罪協商之盛行，亦扮演相當重要的推手。包括麻薩諸塞州在內，絕大部分審判體系之設計，均係同一法官既審理民事案件，亦審理刑事案件，在十九世紀後期，適逢工業急速發展，鐵路、陸路交通工具日漸普及，隨之而來的個人權利侵害等民事訴訟如潮水般湧入法院，法官必須耗費大量的心力在處理此類民事案件上，相對的處理刑事案件的餘力即被壓縮，從而，有愈來愈多的刑事案件係依被告之有罪答辯而獲致解決。

綜合上述，早在十九世紀末，法庭的三個主角──檢察官、被告、法官──均各自覓得其支持認罪協商的理由，也為該制度立下穩定發展的基石。

三、認罪協商制度之合憲性審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七○年以判決明確宣示認罪協商本身並不違憲
，以Brady v. United States
一案為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有罪答辯並非憲法所禁止，當被告自忖無罪釋放（acquittal）的可能性很低時，認罪有助其限縮可能的刑罰，並及早進入矯治程序；此外，案件不經由審判程序而獲致解決，可避免司法、檢察資源之虛耗，並將資源保留給被告之罪狀存有重大爭議，或國家已否善盡舉證責任顯有疑問之案件，實具有多重優點。從而，當國家提供好處給被告，被告以其業已作好準備願意承認犯罪並接受矯治之答辯作為交換，不得認為違憲。從而，認罪協商在多年的實務操作後，其合憲性終獲聯邦最高法院所肯認。
四、有罪答辯

被告之答辯

被告經大陪審團或檢察官予以起訴後，首先應就前開指控作成答辯，此即指控答辯程序（arraignment）。依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條之規定，該程序由預審法官或法官於公開法庭向被告宣讀起訴內容及所犯罪名，告知被告有權利聘請律師或由法院指定律師，並要求被告就前開指控提出答辯。被告之答辯通常有：無罪（not guilty）、有罪（guilty）、不抗辯（nolo contendere）
等情形
；然而被告亦得在獲取法院及控方同意之前提下，為有條件的有罪答辯或不抗辯（conditional plea of guilty or nolo contendere）
。此外，聯邦最高法院於North Carolina v. Alford
一案中，肯認被告得為某種有罪答辯惟同時堅稱其清白，此即所謂之“Alford”plea
。

有罪答辯之有效性（validity）
自憲法的角度觀之，被告一旦為有罪答辯，即形同放棄多項權利
，包括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之不自證己罪的權利；第六修正案所保障之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與敵性證人對質的權利、強制友性證人作證的權利；同時，許多程序瑕疵也因而治癒，被告喪失爭執之權利
。正因有罪答辯將導致人民重要憲法基本權利之喪失，此一權利之放棄自須出於自願且須充分認知相關情勢及可能結果
，從而，一旦被告承認有罪，法院即應加以檢驗此有罪答辯是否係被告自願且理智的選擇，並應審酌獲取該答辯之過程是否妥適且足以擔保被告係出於自願且充分認知其所放棄之憲法權利，而非基於強迫或無知。換言之，被告之有罪答辯必須滿足憲法之防衛機制，否則不應認為有效。綜合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原則上，有罪答辯之有效性要件有三
：其一係被告須充分認知其承認有罪之罪狀、刑罰效果、因而所放棄之憲法權利；其二係被告須出於自願而放棄前述權利；其三係須有相當之事實基礎足以支持被告所承認的罪名。以下分述之：
充分認知（knowledge/intelligence）

被告必須認知其所承認罪狀之本質、刑罰之效果、因承認有罪所喪失之權利，否則其所為之有罪答辯難認有效。詳言之：

罪狀之本質（nature of the charges）

聯邦最高法院於Henderson v. Morgan
一案，以該案被告係一名十九歲之男子，僅具有較平均人為低之智能，其雖對被訴之二級蓄意謀殺罪（second-degree intent-to-kill murder）承認有罪，然而其向法院所為之陳述係其無意傷害（“meant no harm”）被害人，復無證據顯示辯護律師、檢察官、甚至法官曾向他解釋意圖（intent）係該罪名成立不可或缺之要素，自難認其係基於理性且明智地承認犯罪，是其有罪答辯在憲法上應認為無效。

刑罰之效果（penal consequences of the plea）
被告僅須知悉其有罪答辯所產生之直接（direct）結果，即足以擔保其有罪答辯之效力，毋須知悉間接（collateral）結果，例如關於假釋資格
、撤銷假釋
等一般資訊、特定民事權利之喪失
、驅逐出境
、再犯時刑罰之可能加重
、有罪答辯於後續民事訴訟中所生禁反言（estoppel）之效力
、遭軍隊以不名譽為由勒令退伍
等等。

喪失之權利（nature of the rights being waived）
被告因承認有罪所導致之憲法權利之喪失，已如前述。聯邦最高法院於Boykin v. Alabama
一案中指出，有罪答辯導致人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喪失，從而，倘法庭筆錄未予記載，吾人實難遽予認定被告確欲放棄其權利等語，聯邦及州受此判決影響，紛紛規定被告答辯之程序（詳後述），以確保被告於作成有罪答辯時確已知悉其因此放棄之權利
。
然而，倘被告或其律師僅係單純錯估法律上或事實上之情勢而為有罪答辯者，則不能主張其係無效。以Brady v. United States
為例，被告於一九五九年因綁架罪名遭到起訴，當時的綁架罪有死刑的規定，但僅於陪審團推薦死刑的情況下，被告方有可能受到死刑之宣判，換言之，倘被告放棄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或為有罪答辯，即可免於死刑之風險。從而，被告獲悉共同被告將於審判中指控其罪行後，在律師的代理下，就該綁架犯行承認有罪。豈料在一九六八年，聯邦最高法院另於United States v. Jackson
一案中，宣示綁架法之死刑條款因對被告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加諸不必要之限制，應屬違憲。本案被告旋據以主張依United States v. Jackson一案之見解，其有罪答辯係基於錯誤的認知，因為其律師提供錯誤的訊息表示陪審團可能會推薦死刑等語，聯邦最高法院嗣駁回其請求，並宣示本案被告之有罪答辯係在適任律師的建議下，本於當時的法律所作成的明智決定，不得因事後作成之司法見解顯示其答辯係基於錯誤的評估而主張其答辯欠缺充分認知之要件。
出於自願（voluntariness）

倘若被告之有罪答辯係基於強制、脅迫所作成，應認係屬正當法律程序之違反。聯邦最高法院對於以欠缺自願性要件而主張有罪答辯無效者，抱持較為保留的態度，因為倘採取嚴格的標準，可能導致有罪答辯及認罪協商程序之退縮。大抵言之，被告之有罪答辯除因威嚇、歪曲、本質上不適當或與檢察官職責無關之承諾等所引致（induce）者外，原則上均不認係遭受強制
。

事實基礎（factual basis）

所謂事實基礎係指法院於接受被告之有罪答辯前，須認定確有相當之事實基礎足以佐證被告之答辯，換言之，被告所承認的行為須構成被訴之罪行，且有相關證據顯示與被訴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及主觀犯意均相符合
而言。事實基礎之要件並非源於憲法之要求，僅係部分法律或審判規則有其規定；惟聯邦最高法院於North Carolina v. Alford
一案中表示，倘被告為有罪答辯同時堅稱其清白（即前述之Alford plea）者，其有罪答辯即須有相當堅強（overwhelming）之事實上證據
可佐，法院始得接受該有罪答辯。

有罪答辯有效性之確保

法院有權責妥適注意被告之有罪答辯符合憲法之防衛機制，以確保其答辯之有效性。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為了擔保被告係在充分認知且自願的情況下作成有罪答辯，同時有事實基礎足以支持其答辯，乃於第十一條（ｂ）規定
，法院於接受有罪答辯或不抗辯前，得命被告宣誓，且應於公開法庭告知被告並確認其了解下列事項：

（Ａ）政府有權對被告偽證或虛偽陳述之犯行加以訴追，並以被告經宣誓之陳述作為不利於其之證據；

（Ｂ）被告有權為無罪答辯，倘其先前曾答辯無罪，其有權堅持原答辯；

（Ｃ）被告有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

（Ｄ）被告於審判中及其他程序有受律師代理之權利，必要時得由法院指定律師；

（Ｅ）被告於審判中有對質並詰問敵性證人之權利、不自證己罪之權利、作證並提出證據之權利、強制證人到庭之權利；

（Ｆ）一旦法院接受被告之有罪答辯或不抗辯，其將喪失上述審判權利；

（Ｇ）被告所承認之罪狀之本質；

（Ｈ）最重之可能刑罰，包括刑期、罰金、刑後監管（supervised release）之期間；

（Ｉ）法定最輕刑罰；

（Ｊ）可能之沒收；

（Ｋ）法院有權核發賠償命令；

（Ｌ）法院依法應量處之特別罰款（special assessment）；

（Ｍ）法院應適用聯邦量刑準則，惟在特殊情況下，法院得本其裁量權限違背（depart）該準則之規定；

（Ｎ）所達成之認罪協議中關於放棄上訴或附帶爭執刑度之權利之條款。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同時規定法院應於公開法庭詢問被告並確認其答辯係出於自願，而非出於強暴、脅迫或認罪協議以外之承諾
；並應確認有事實基礎足以支持被告之有罪答辯
。

此外，被告有權利在律師的有效協助下，決定是否承認有罪及如何答辯；惟被告仍得在其自由且理智的決定下，合法有效地放棄律師協助、代理之權利，而自為有罪答辯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即明文規定，控方律師得與辯方律師或親自遂行訴訟而不由律師代理（“pro se”）
之被告進行討論以達成認罪協議。總之，無論被告是否有律師，法院均應始終為適切之調查以確保被告之有罪答辯係自願、理智且認知下之決定
。
五、認罪協商之操作

人（who）

控、辯雙方

控、辯雙方係認罪協商程序之基本成員，原則上，檢察官應與被告之辯護律師進行協商，不得在未經辯護律師之同意下，逕行與被告協商；除非該被告係親自遂行訴訟而不由律師代理
。實務上，被告有辯護律師者，認罪協商之會談多僅由辯護律師代表被告出席
。

法院
司法參與（judicial participation）
認罪協商程序在不同時期及審判區，可能呈現迥異之方式，其程度亦有所差別。舉例言之，法官可能開啟控、辯雙方之協商大門，促成一造接受他造之認罪提案（offer）或另行提出反提案（counter-offer）；或者法官可能扮演資訊之提供者，說明其就該案之量刑原則等問題。大抵言之，許多審判區所採行之認罪協商，或多或少有司法因素關涉（judicial involvement）其中
，惟司法參與認罪協商極具爭議性，贊成者固認為：認罪協議最終須經司法審查，容許法院參與協商程序有助於程序順利進行，尤其當協商著眼於刑度協商時，法院的參與可以確保所協商之刑度在法院所能接受之範圍，同時倘被告知悉其選擇審判時，法院可能量處的刑度，有利於被告作出是否認罪之決定；反對者則主張：司法參與之所以使認罪協商如此具有效率，正因其對被告造成壓力、恐懼，尤其當法院暗示某一認罪提案相當妥適時，鮮少被告不捨棄審判而認罪者，因此，禁止司法參與認罪協商程序是確保被告之有罪答辯非出於強制之不二法門，且有助於協商破局後，法院以公平之態度審判被告。

有鑒於此，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明文禁止法院參與認罪協商，以避免被告受到強制而接受協議之風險，並保護司法程序的廉正、誠實，同時維持法官公正無私的立場
。

其他人員

檢察官得自行決定由助理、警官、調查員或其他涉及量刑程序之人員參與會談；倘檢察官不表反對，辯護律師亦得選擇由被告之緩刑官（probation officer）、更生輔導員（rehabilitation counselor）、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等人共同出席會商，以便結合這些人的影響力向檢察官爭取有利於被告之協議。

時（when）

認罪協商可能發生在案件提交大陪審團（grand jury）
以前、案件正式起訴前或起訴後；被告亦可能在審判過程中、陪審團評決時、甚至審判後才作成有罪答辯
。影響被告認罪時點的因素很多，例如：被告亟欲阻止案件提交大陪審團以避免不利證據之持續揭露、被告遭到審前羈押（pretrial custody）、被告欲與控方合作以換取有利之承諾，惟其所能提供的資訊可能很快就過時而失去利用價值…等等，被告在類此情形下，可能會選擇儘快認罪（enter into a “quick plea”）而與檢察官達成協議。反之，倘無上述考量，拖延戰術通常係辯方慣用的策略，因為隨著時間經過，控方證人可能不克作證、被害人可能喪失利益、案件可能逐漸被大眾淡忘、檢察官的案件負荷可能更重或喪失對該案最初的熱度…，種種因素都可能有利於被告爭取更優惠的協商結果，因此，辯方律師可能以其需要更多時間獨立調查此案為由，要求控方延展准許被告認罪的截止期限（deadline）；或是乾脆要求控方進一步開示證據（additional voluntary discovery）以加快辯方獨立調查之速度；亦可能提出各種審前聲請（pretrial motion），例如訴請駁回起訴（dismiss）、封鎖證據（suppress）、證據開示（discovery）、分別審判（severance）、延期審理（trial continuance）等，其目的無非係拖延控方時程、獲取資訊以評估控方所掌握之事證、爭取時間以利被告作出某些自新措施（例如找一份工作、賠償被害人、接受精神諮商、參加處遇計畫等）、等候有利於被告認罪之時機（例如某一控方證人甫結束失敗的作證、陪審團評決延宕恐難達成一致決議等情形，均係辯方極佳的認罪時機）等等。

儘管辯方可能因種種考量而選擇不同的認罪時機，然大抵言之，起訴前之認罪協商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權之行使有相當重要之影響
，倘被告於正式起訴前即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並就特定犯行承認有罪，檢察官通常僅就其認罪部分作成起訴決定，換言之，起訴前的認罪協議將有效降低起訴書所揭露的被告犯行，因而連帶影響法院所量處之刑度。

地（where）

許多輕罪（misdemeanor）
案件的認罪協商係發生在法庭外的走廊上、法庭中（於休庭時間）、或電話裡。但除此之外，其他案件可就沒有這麼草率，通常當辯方律師欲開啟協商程序時，須致電或發函檢察官請其訂出會談時間，以便控方能就該案預先準備並擬定腹案。至於會談的地點，儘管以辯方的立場而言，為避免過於正式且權威的會談氣氛，無不希望爭取在辯護律師的辦公室或其他中性的地點，例如咖啡店或餐廳等場所；但以實務運作情形言之，協商地點仍以檢察官辦公室居多。

標的（what）

認罪協商通常係針對罪或刑加以磋商、交易。罪的協商係被告就一項或多項罪行承認有罪，控方則以捨棄其他罪行或改以較輕罪名訴追之方式以為交換；刑的協商則是控方同意向法院為刑罰之推薦或同意某一特定刑罰以換取被告之有罪答辯。上述罪、刑的協商並非擇一關係，二種態樣可以併存於協商討論或認罪協議中。惟自一九八七年聯邦量刑準則施行後，認罪協商之焦點大多集中在刑的協商之討論
。

方式（how）

提案（making offers）

由於檢察官決定案件之起訴，在檢察內部政策制約下，對案件多半已有初步構想，因此，大部分的辯護律師期待由檢察官先行提案（make the first offer），且有時檢察官的提案可能比辯護律師原本預期者更為有利。當然檢察官有時也會詢問辯方的意見並請其先行提案。提案必須簡潔、明確、合理，簡潔的目的是避免陳述不必要的細節以免自曝底線；明確則是為了避免誤解同時展現實現承諾的決心，不宜顯露懇求對方接受的態度；合理係指提案人對其所提出的每一提案內容，均能附具合理且有說服力的理由，有助於提案人展現可信度，避免雙方陷入不理性的對峙或僵局。

反提案（making counter-offers）

反提案所應掌握之簡潔三原則與提案並無不同，惟尚須明確掌握提案的詳細內容及其其背後所憑藉的理由，才能提出適切有力的反提案，為了使反提案容易說服對方，適時指出對方立場上、推理上所犯的錯誤、繆論、弱點，有助於突顯並強化反提案的合理性。

讓步（making concessions）

認罪協商過程中，許多情況之發生或策略之運用，都會導致讓步，基本上，倘控、辯雙方均認為選擇認罪協商較進入審判程序有利，雙方都可能作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以促使協議之達成，惟比較言之，由於控方常是掌握強大協商能量之一方，因此其讓步的幅度通常較辯方為小。影響讓步的因素不外乎：公訴案件之強弱、實體法之規定、認罪之效果、被告之背景、控、辯雙方對認罪協商之態度及利益、法院的態度等。

達成協議

當認罪協議達成後，為求明確、慎重，並避免日後可能之爭議，最理想的方式即係作成書面協議並由當事人簽名。惟並非所有的審判區均規定認罪協議須以書面為之，聯邦刑事程序即無此要求，有時檢察官或辯護律師會以信函來確認雙方所達成的口頭協議內容。由於認罪協議是控、辯雙方間所達成之契約（contract），具有強制執行之效力（詳後述），因此宜儘可能詳細列載所有細節，包括任何可能的情況及結果。

六、認罪協議

認罪協議之態樣（types of plea agreements）

舉例言之，認罪協議之內容可能包含：被告將承認有罪之罪狀；控方將撤銷之罪狀；審前處遇（pretrial diversion）
之條件；控方承諾不予訴追其他相關犯行或其他第三人（例如被告之配偶）；控方是否為刑罰之推薦；緩刑、假釋、罰金、賠償、社區服務、治療、驅逐出境、稅務責任、沒收、保留上訴權利之爭議事項；被告與控方合作之方式、其合作之程度將如何影響控方刑罰之推薦；關於事實基礎之約定或限制；被告將免於在日後任何程序（大陪審團或審判）應控方之要求而作證；違反認罪協議之特定效果；倘法院駁回認罪協議時，被告有權撤回其認罪…等等，不一而足。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主要以控方就罪、刑所為之承諾，將認罪協議分為三種態樣，茲將其規定摘錄如下：

「…倘被告就任一被訴犯行、較輕或相關犯行承認有罪，認罪協議得明確指出控方將：

（Ａ）不予追訴或撤銷其他犯行；

（Ｂ）推薦或不反對被告關於特定刑罰或刑罰範圍係屬妥適之主張，或某一聯邦量刑準則之條款、政策或量刑因素應否適用之請求（此一建議或請求不拘束法院）；

（Ｃ）同意特定刑罰或刑罰範圍乃本案之妥適處理方式，或某一聯邦量刑準則之條款、政策或量刑因素應否適用（倘法院接受該認罪協議，此一建議或請求對法院具有拘束力）。」

由於前開規定，上述三種法定協議通常以「類型Ａ（Type Ａ）」、「類型Ｂ（Type Ｂ）」、「類型Ｃ（Type Ｃ）」稱之，惟此三種類型相互間並不排斥，也無法涵括所有情形，尤以針對數罪所為之認罪協議為然。

司法審查機制（judicial consideration）

在聯邦刑事體系下，一旦被告依據認罪協議作出有罪答辯
，法院除應依前述程序（本文貳四參照）確認被告之有罪答辯係出於認知且自願，同時有事實基礎支持其答辯外，並應由當事人於公開法庭揭露認罪協議（但法院認有適當理由者，得於法官辦公室不公開行之）
，由法院加以審查並決定接受或否決該協議。

原則上，倘協議之型態係屬「類型Ａ」或「類型Ｃ」，法院得接受之、否決之，或待法院審查刑前報告書（presentence report）後再決定是否接受該協議。倘法院接受認罪協議，協議之結果將形成判決之內容；倘法院否決認罪協議，其應告知當事人，並給予被告撤回有罪答辯之機會，同時告知被告倘其不撤回有罪答辯，法院仍得本於其答辯作成判決，惟其結果對被告可能較原認罪協議所考量者更為不利。倘若協議係屬「類型Ｂ」，由於此類協議並不拘束法院，法院本無接受或否決該協議之問題，此時法院應告知被告倘法院未依該協議之推薦或請求為判決，被告將無權撤回其有罪答辯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ｇ）規定，被告答辯之程序應由法庭記錄員記入筆錄中，或以適當之錄音設備記錄之，如被告係答辯有罪或不抗辯時，其筆錄尚應記載同條（ｂ）、（ｃ）所規定法院為確認被告有罪答辯之有效性及決定是否接受認罪協議時所應詢問或告知被告之事項。

此外，聯邦量刑準則對於法院審酌是否接受認罪協議時之考量因素，有如下之規定：倘控、辯雙方所達成之認罪協議係屬「類型Ａ」時，法院如認為被告承認有罪之犯行（亦即扣除控方將不予追訴或撤銷之犯行）確能適當反映實際犯行的嚴重程度，且接受該協議不違背法律、刑罰目的及量刑準則者，得決定接受該協議
；倘係「類型Ｂ」協議，法院如認為所推薦或請求之刑罰在所應適用之量刑準則範圍內，或係基於正當理由而違背量刑準則者，得認可其推薦或請求
；至於「類型Ｃ」，倘控、辯雙方所協議之刑罰在所應適用之量刑準則範圍內，或係基於正當理由而違背量刑準則者，法院得決定接受該認罪協議
。

認罪協議之執行（enforcing a plea agreement）

強制履行認罪協議之憲法依據

認罪協議倘無法被強制執行，將形同具文，聯邦最高法院關於認罪協議之執行力，曾於Santobello v. New York
一案，作出代表性之判決：當被告於相當程度係因信賴檢察官的承諾或同意而為有罪答辯時，該承諾或同意應認係有罪答辯之部分動機或考量因素，從而，該承諾應予履行。申言之，當被告信賴國家之承諾而為有罪答辯時，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應執行國家之承諾。須強調者為，被告如欲主張此項憲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之保障，須以其因信賴該承諾且業已在法官面前作成有罪答辯為其要件，換言之，倘檢察官在被告作成答辯前即已撤回其認罪協議提案（withdraw the plea offer），被告既尚未承認有罪，自難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獲得救濟
。儘管如此，仍有法院主張，倘若被告在控方某些承諾或豁免下，業已放棄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之權利或其他法定權利，或與控方合作等等，縱令控方在被告尚未作成有罪答辯前即違背（renege）其承諾，其承諾之事項仍應予以執行
。

認罪協議對第三人之效力

原則上，倘第三人係因被告與檢察官間之認罪協議而受有利益，該第三人有權利要求履行該協議；倘該第三人係檢察官於認罪協議中所承諾，應提供某項利益予被告之其他行政部門官員，倘檢察官對該第三人有事實上之權限（actual authority），或在習慣上、慣例上、政策上有隱含之權限（implied authority）者，該第三人均應受其拘束，例如國稅局、移民及歸化局、假釋委員會等等；再者，倘該第三人係法官，惟有在法院決定接受認罪協議後，始受拘束，此時法院有義務採取必要措施使控方得以履行認罪協議。

認罪協議條款之解釋

法院通常係運用傳統的契約法則來解釋認罪協議之條款及當事人之義務。然而，有時某一承諾出現在商業契約中，可能被解讀為不能執行；惟倘係作為認罪協議之內容，卻未必不能執行。舉例言之，返還盜贓之承諾，並不具有商業契約上的對價適格；惟倘係被告於認罪協議中所為之承諾，則控方不能因而主張免除其基於認罪協議所負之相對義務。又如，履行法定義務之承諾，在商業契約上係屬無效之對價；惟以認罪協議而言，被告放棄不自證己罪之權利並向控方提供資訊，此一作為即足以拘束控方應履行其基於認罪協議所負之相對義務。此均係認罪協議獨特的本質所使然，不可不辨。

再者，由於認罪協議涉及憲法權利之放棄，同時顯現出法院是否善盡其監督職責，因此，法院也時常跳脫私法契約的思辨，轉而追求認罪協議之妥當性。從而，當認罪協議條款出現疑義時，由於檢察官向來被認為在擬定協議方面較辯方更為專精，因此法院通常會作不利於控方之解釋。同時，為了鼓勵交易之公平，當認罪協議之文義解釋將導致被告毫無實質利益時，法院會採取擴張解釋以賦予被告合理預期的利益，但不能加諸未於協議中明確表述之條款或義務予任何一方。
認罪協議之履行

檢察官

檢察官應履行因認罪協議所生之所有義務，舉例言之，倘檢察官於認罪協議中承諾為特定刑罰之推薦，其即負有於公開法庭中，實際履行該項推薦之義務，其固然毋須對該項推薦表現出無比熱忱，但其也不得向法院或緩刑官表示其不認同該項推薦或暗示該項推薦不應被採納等等。又如，檢察官於認罪協議中承諾不為任何刑罰之推薦，則其不得向法官表示被害人及逮捕被告之官員希望被告受到最重刑度之制裁等語，然而，檢察官仍得允許被害人等向法官陳述從重量刑之意見，且仍得對被告減刑、假釋之聲請表示反對。

一旦被告信賴認罪協議而作成有罪答辯，檢察官即不得僅因其改變心意或同一檢察署其他檢察官的反對而違反先前之約定；亦不得因其單方面或雙方面之錯誤而廢棄原協議，惟倘係出於被告之欺罔手段，法院通常會允許檢察官廢棄認罪協議
。

被告

被告負有依認罪協議之內容履行之義務，通常被告所負的義務係認罪，或與控方合作、提供資訊、於審判或大陪審團中作證等。一般而言，倘被告未完全履行認罪協議，控方亦無完全履行之義務，尤其當被告未履行之部分係屬協議之重要部分者為然。即使被告係因善意的錯誤而違反協議，或情況超出其所能控制之範圍以致無法履行，仍無從解免違反協議之事實，檢察官自得廢棄認罪協議且拒絕履行
。

救濟程序

控方違反協議（breach by the prosecution）

一旦控方違反認罪協議，辯護律師應立即提出異議或訴請法院強制執行協議內容或允許被告撤回有罪答辯，並請求法院召開聽審程序，以檢視關於協議內容之相關證據，甚至聽取檢察官、辯護律師之證言，俾便法院決定控方是否違反協議或是否需進一步解釋協議條款。被告方面負有提出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evidence）
加以舉證之責任，惟聯邦及各州審判區均規定認罪協議之所有條款應於被告作成有罪答辯時完全揭露於法院，並記入法庭筆錄中，因此，倘被告訴請履行之協議內容並未揭露於法院筆錄中，原則上法院會拒絕就該協議予以強制執行。

倘法院認定控方違反協議，應衡量被告、控方之損害及公眾利益，並運用廣泛的裁量權以決定採行何種補救措施，例如：強制執行協議、修正（reformulate）協議、容許被告撤回有罪答辯等。前述之Santobello v. New York
一案即係著例，該案被告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被告同意就被訴之較輕罪名承認有罪，檢察官則同意不向法院為任何刑罰之推薦，豈料另一位檢察官接手後，未注意該條款而向法院推薦刑罰，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即使控方並非故意，仍不能解免違反認罪協議之責，因而將案件發回重審，並提示原法院得允許被告撤回有罪答辯或重新量刑。

被告違反協議（breach by the defendant）

倘檢察官認為被告違反認罪協議，亦須提出優勢證據證明被告違反協議且該違反係屬重要（material and substantial）
，通常於取得法院之許可後，得將原認罪協議予以廢棄
，並重行對被告進行訴追，聯邦最高法院於Ricketts v. Adamson
一案中指出，該案被告拒絕依照原認罪協議作證，原協議因而無效（null and void），被告回到原協議未予執行之時點，控方自得依原起訴之罪名予以訴追，且此舉並不違反聯邦憲法所保障之「雙重審判禁止原則」
（double jeopardy clause）。

七、有罪答辯之撤回（withdraw the guilty plea）

在聯邦刑事程序中，被告之有罪答辯在符合一定之要件下，得予撤回，茲依不同時點分述之
：

法院接受有罪答辯前：被告得不附理由予以撤回其有罪答辯。

法院接受有罪答辯後、量處刑罰前：倘係因「類型Ａ」、「類型Ｃ」之認罪協議遭法院否決者
，被告有絕對的權利撤回其有罪答辯；除此之外（例如法院未予認可「類型Ｂ」協議，詳本文貳六所述），被告並無絕對的權利撤回有罪答辯，除非其能提出「合理正當之理由」（fair and just reason）。

量處刑罰後：被告不得撤回其有罪答辯。按法院判刑後，被告之有罪答辯即告終局確定（finality）而無從撤回，僅得另循上訴或平行爭訟（collateral attack）等程序謀求救濟（詳後述）。

法院在審酌被告撤回有罪答辯之理由是否「合理正當」時，通常會考量：被告是否聲稱其無辜、允許被告撤回其有罪答辯對國家之損害、被告請求撤回是否有時間上之遲滯、撤回對法院造成不便及導致司法資源浪費之程度、被告於作成有罪答辯時是否有律師代理、被告之有罪答辯是否出於認知且自願等諸多因素
，惟被告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其撤回之請求係屬合理正當。倘法院准予撤回，得命被告重新答辯或開啟審判程序。

八、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ｆ）規定
，被告之答辯、認罪協商之討論及相關陳述，其證據能力之容許性依聯邦證據規則第四一○條之規定；又聯邦證據規則第四一○條規定
：

（第一項）除另有規定外，下列證據不得於任何民事或刑事程序採為對作成答辯或參與認罪協商討論之被告不利之證據：

業經撤回之有罪答辯；

不抗辯；

於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所定之答辯程序或州體系所定之相同程序中，關於前二項答辯所為之任何陳述；

認罪協商之結果被告未為有罪答辯或雖為有罪答辯惟業經撤回者，其協商過程中對控方律師所為之任何陳述。

（第二項）但下列陳述具有證據能力：在任何程序中，倘認罪程序或認罪協商程序中所為之某項陳述，基於公平的理由，應認與已被採為證據之同一認罪程序或認罪協商程序所為之其他陳述同時加以考量者，該項陳述得為證據；或於認罪程序或認罪協商程序中所為之某項陳述，倘係被告宣誓下所為，經記入筆錄，且有律師在場者，該項陳述在偽證或虛偽陳述之刑事訴追程序中，得為證據。

證據法則就刑事認罪協商的證據容許性所為之前開規定，基本上與民事和解程序之相關規定雷同，其主要的考量有二，其一是為了避免陪審團錯估該項證據；其二則是為了促進認罪協商之達成
。前者無非係因被告倘於認罪協商過程中承認有罪，即使事後予以撤回，陪審團可能很難相信一個無辜的被告竟會承認自己犯罪，為了避免容許前開經撤回的有罪答辯成為證據而導致陪審團的偏見或誤解，故明文規定予以排除；後者則係為了避免當事人因畏懼於協商過程中所為之認罪或相關陳述成為不利於己之證據，以致不敢進行充分或坦率的協商，因而亦予排除其證據能力，俾利當事人於討論過程中無所顧忌，而促進認罪協商之達成
。

此外，有學者及實務見解認為聯邦證據規則第四一○條之規定，其意旨已排除將認罪協商中之陳述作為彈劾目的使用
，惟聯邦最高法院於United States v. Mezzanatto
中宣示，被告在認罪協商過程中所為之陳述，依前開規定固不得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惟倘被告拋棄此一權利，允許控方將該陳述作為彈劾目的使用，此權利之拋棄係屬有效。更有甚者，該案有三位法官在判決的附帶意見中表示，倘被告拋棄權利並同意控方使用前開陳述為不利之證據且不限於供彈劾使用者，此一拋棄仍屬有效，此一見解獲得部分巡迴法院認同，並允許控方在被告拋棄權利的情形下，使用前開陳述作為證據（case-in-chief）。惟有論者認為，大部分的被告在認罪協商程序中，本即欠缺討價還價的能力以拒絕控方之條件，因此倘控方要求被告拋棄此一權利成為慣行，恐將導致被告視認罪協商如畏途
。

九、判決後之爭訟程序

上訴
不服判決之上訴（appeal a conviction）

倘若被告經陪審團或法官審判而獲判無罪時，被告將當庭獲釋，該案至此告一段落，控方不得上訴請求救濟，此乃因聯邦憲法所保障之「雙重審判禁止原則」之必然結論。

反之，倘被告被判決有罪，其固然無憲法上之上訴權利
，惟聯邦及各州均以法律賦予被告上訴之權利，以聯邦為例，被告得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至於各州，被告得上訴至州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倘有設置上訴法院者）或州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倘無設置上訴法院者）尋求救濟。惟倘被告第一次的上訴失敗，而欲再行上訴者，上級法院有權裁量是否受理，通常只有重大或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案件有機會受到審查。

再者，依據聯邦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一貫見解
，被告之上訴權純係法律所創設之權利（purely a creature of statute），並非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素，因此，通說認為上訴權係屬得拋棄之權利，此一權利拋棄亦常見於認罪協議條款中
，換言之，為有罪答辯的被告並不當然喪失上訴的權利，惟被告除了仍得主張：政府根本欠缺處罰被告的權力且此一爭議毋須經由事實發現的程序即可解決
、有罪答辯作成後才發生的權利
、未獲律師的有效協助等訴求外，其他的上訴理由均因其答辯有罪而不得再行爭執，正因如此，實務上有罪答辯的被告直接就該有罪判決上訴的情形並不多見。

不服量刑之上訴（appeal a sentence）

原則上，檢察官及被告均得針對已確定之量刑提起上訴，主張該量刑：違反法律；錯誤適用聯邦量刑準則；超出所應適用的刑度範圍（低於刑度範圍者檢察官有權上訴；高於刑度範圍者被告有權上訴）；顯不合理（針對無聯邦量刑準則可資適用之罪名而言）
。

惟前述關於量刑之上訴權利，在控、辯雙方係就某一特定刑罰達成前述「類型Ｃ」之認罪協議的情形下，則受到限制，亦即除非法院未依前開協議之特定刑罰為判決（輕於協議者檢察官有權上訴；重於協議者被告有權上訴），否則檢察官、被告均不得以前揭、為由提起上訴
。
平行爭訟（collateral attack）

平行爭訟程序之憲法依據係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九項所規定之人身保護令狀之權利（the privilege of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人民倘其人身自由受到拘束（例如被監禁），得主張其憲法權利受到侵害而向法院聲請令狀保護之。該程序本質上係屬民事程序（civil action），因此與上訴係針對刑事判決的直接爭訟（direct attack）不同，令狀程序係一個獨立的民事程序，以平行爭訟的方式挑戰刑事判決，質疑該監禁的合法性（challenge the lawfulness of a detention）。令狀程序的主要目的係為人身自由已受到拘束（in custody）者提供判決確定後的救濟途徑，然而，正因令狀程序之存在目的與判決確定原則具有相互牴觸的矛盾關係，因此其適用上有相當嚴格的限制，亦不能將之視為上訴的替代。

通常，為有罪答辯之被告在判決確定後，唯一的救濟途徑即係經由前開程序聲請令狀保護。最高法院曾宣示：倘被告係在充分認知且出於自願的情況下作成有罪答辯，即係權利之放棄，原則上不得再循平行爭訟程序爭執其有罪答辯
。惟被告仍得以原法院欠缺審判權（lack of jurisdiction）
、未獲律師有效協助
、控方違反認罪協議等原因，循平行爭訟程序聲請救濟。

十、認罪協商制度之政策性爭議

肯定說
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七○年代，陸續作成判決
，除肯定認罪協商之合憲性外（參見本文貳三），並進一步闡述其制度優點並積極鼓勵實務操作，茲綜合其論點如下
：

自被告的立場言

認罪協商使被告有機會審慎評估其可能之風險，同時將刑罰、法律費用、焦慮降至最低。

自檢察官的立場言
受限於有限的資源分配，檢察官致力於以最小的成本來達到最適的刑罰效果，因此認罪協商制度使檢察官得以節省審判程序所耗費的龐大費用、獲得有罪判決之擔保、尋求最適合被告之處遇。

自公眾的立場言
認罪協商使社會大眾得以因刑罰目的之迅速實現而受益，同時，由於資源有效利用在具有重大爭議之案件，將使人民更加信賴司法體系。

否定說
儘管包含聯邦最高法院在內之美國司法實務向來對於認罪協商制度採取堅定支持之立場，學界對此則有不少質疑及批評，茲舉出其觀點如下
：

量刑歧異（sentencing differential）

統計資料顯示，在聯邦量刑準則於一九八七年實施以前，承認有罪的被告所獲得之刑度較經由審判而判決有罪的被告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反對者因而主張，認罪協商導致對認罪者過分寬大；相對而言，對堅持憲法審判權利者卻給予不公平的處罰。

過度起訴（prosecutorial overcharging）

反對者認為，檢察官慣於將一個犯行（wrongdoing）儘其可能以數個刑事犯罪（criminal offense）加以起訴（即所謂的「水平式過度起訴」“horizontal overcharging”）； 或以證據無法支持的最重程度罪名加以起訴（即所謂的「垂直式過度起訴」“vertical overcharging”），之後再利用認罪協商程序迫使被告就其中一個或數個罪名，或其他較輕之罪名承認有罪，其結果是被告在放棄其憲法權利承認有罪的同時，其實際上並未獲得任何利益。
不適代理（inadequate representation）

辯護律師（無論是律師或公設辯護人）往往過度仰賴認罪協商以解決龐大的案件量，加以辯護律師常顧慮倘其建議被告選擇審判，審判結果可能較檢察官的認罪提案更為不利，因此往往不願為此類建議，其結果是被告在辯護律師不當的影響下而接受認罪協議。

罪及無辜（conviction of the innocent）
反對者認為認罪協商大大提高了無辜之人因承認犯罪而遭受有罪判決之風險，因為無辜的被告可能因為不願承受審判的風險，或不耐遭受長期羈押，而被迫接受檢察官的提案，就較輕的罪名承認有罪。

參、我國協商程序新制之思考

一、制度目的之再確立

刑事訴訟法新增第七編之一協商程序，其立法理由略謂：「社會多元發展後，刑事審判之負擔日益嚴重，為解決案件負荷之問題，各國均設計簡易之訴訟程序或採取認罪協商機制。即如傳統大陸法系之德國、義大利亦採擷美國認罪協商制度之精神，發展出不同的認罪協商模式，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已朝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方向修正，為建構良好之審判環境，本於明案速判、疑案慎斷之原則，對於進入審判程序之被告不爭執之非重罪案件，允宜運用協商制度，使其快速終結，俾使法官有足夠之時間及精神致力於重大繁雜案件之審理。」固然如實反映出引進協商制度的初衷，然而，刑事訴訟制度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刑罰權，同時確保訴訟當事人之程序權，以追求符合多數人利益之法價值，至於法院，應認係實現上述目的之手段，從而，倘若協商新制的採用，係從法院的觀點出發，為了減輕法院負擔而設計，無異削足適履，自難取得正當性，尤其難逃「為效率犧牲正義」之質疑。

司法的核心價值固然在追求公平正義的最終實現，然而，在實務運作中，由於調查手段有時而窮，加以證據法則及程序保障的嚴格要求，司法未必能擔保冗長訴訟程序後公理正義之必然實現，換言之，司法至多僅能求得訴訟上的相對正義，而非符合真實的絕對正義，此乃司法之有限性使然，從而，一味要求訴訟當事人必須歷經漫長的訴訟程序去追求不符合絕對真實的訴訟結果，勢難符合人民的期待。從而，賦予訴訟當事人某程度的程序處分權，允許其在司法偵審程序中，經由某種方式各自獲得程序目的之全部或一部實現，追求最大綜效，進而營造審、檢、辯三方皆贏的局面，實為刑事訴訟制度所應致力達成的目標，協商制度的立法目的，似應由此觀點切入，擺脫減輕法院負荷的本位思考，將制度立意深化至訴訟主體程序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參見本文貳十之論述），方能為協商程序新制奠定正當化之理論基礎，也才能作出符合規範目的之制度設計。

二、法律保留原則之落實

關於人民之自由權利，應有法律之明文規範始得禁止或限制之，此乃近代法治國普遍採行之法律保留原則，亦係吾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
，人民有訴訟之權利，且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詳言之，審判程序原則上應以公開法庭行之
；被告有對質、詰問證人、鑑定人、共同被告之權利
及保持緘默之權利
等，諸此權利，均受到吾國憲法及法律之保障，自不待言。惟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法院應於接受前條之聲請後十日內，訊問被告並告以所認罪名、法定刑及所喪失之權利。」其中關於「所喪失之權利」一節，法無明文，觀其立法理由略謂：「法院應向被告告知其因適用協商程序審理所喪失之權利，例如：受法院依通常程序公開審判之權利、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保持緘默之權利、上訴之權利（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規定，除有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一項第一、二、四、六、七款所定情形者外，協商判決不得上訴）。」司法院所訂定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協商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四點之規定亦同此內容。惟淺見以為，導致前述權利喪失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均應以法律明文加以規定，徒以理由不備的立法說明及不具法律位階之行政規則，率爾剝奪人民之權利，難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在美國的刑事程序中，被告一旦為有罪答辯，即係自願放棄多項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例如不自證己罪之權利、陪審團審判之權利、與敵性證人對質的權利、強制友性證人作證之權利、爭執程序瑕疵之權利等，已如前述（本文貳四參照），惟此係源於美國法治中，自願放棄權利者不受保護的權利思想，並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許多判例
明文宣示而獲致確認者，相對於成文法國家而言，前開判例實具有法律之效力。吾國固參照部分美國法制而引進協商程序，惟關於美國法制上因被告為有罪答辯而導致的權利喪失，並非吾國現行法制（包含新增修之協商程序條文在內）架構下，想當然爾之結論，尤其是關於公開審判、保持緘默、對質詰問等權利，均係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權利，其禁止或限制，自應由法律加以規範，始得為之，此乃法律保留原則之必然要求。此外，權利之禁止或限制，應有正當合理之依據，且須符合比例原則及明確性原則（明文規定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換言之，立法者應衡量：剝奪被告前述權利之理由為何？究係因被告與檢察官達成協商，抑或係因被告承認有罪？
倘係前者，其理由為何？倘係後者，則同樣承認有罪之簡式審判程序之被告，是否亦應為相同之處理？諸此課題均亟待吾人深思。

三、程序權保障之思考──強制辯護制度之迷思

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五第一項規定：「協商之案件，被告表示所願受科之刑逾有期徒刑六月，且未受緩刑宣告，其未選任辯護人者，法院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辯護人，協助進行協商。」其立法理由係認「為使被告能有足夠之能力或立於較平等之地位與檢察官進行協商，實有加強被告辯護依賴權之必要，…以確實保障被告之權益。」吾國更有學者指出，美國法不限案件輕重，一律提供辯護，因認新增條文設有前述限制，對被告之保障較不週嚴等語。

淺見以為，強制辯護制度之立法目的，既係基於程序權保障之思考，自應就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辯護依賴之需求程度，為通盤之考量。吾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前段，主要係針對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案件，設有強制辯護之規定；此範疇以外之輕罪案件，僅於新增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五設有強制辯護之規定，其立意固係就承認犯罪之被告，其願受科之刑逾有期徒刑六月，且未受緩刑宣告者，賦予其受辯護之權利；惟查，同屬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前段重罪案件以外之簡式審判程序
，其被告可能遭受之刑度，不以協商判決所定之緩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
，卻無法受到同等的辯護權利；再者，否認犯罪而經由通常程序審判的非重罪被告，亦未設有強制辯護之規定。吾人不禁要問：刑事訴訟法何以獨厚協商程序之被告，而設此差別待遇？其區辨之標準安在？是否應如學者所主張，更進一步就所有的協商案件，不以逾有期徒刑六月且未有緩刑為限，一律提供強制辯護？

事實上，學者所謂美國法制中，不限案件輕重一律提供辯護一節，實乃因美國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本即明文規定，被告於刑事訴追程序中，享有受律師協助之權利，此乃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並非專就認罪協商程序設有律師辯護之規定，從而，以此為據主張吾國協商程序亦應不論案件輕重一律提供強制辯護，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Godinez v. Moran
一案宣示：有罪答辯固然是一個深沈的決定，然而，其複雜的程度遠不及於被告於整個審判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決定的總和，從而，要求承認有罪的被告必須具備較審判程序的被告更高的能力，並無依據，換言之，承認有罪的被告其所應具備的能力標準，與否認犯罪而選擇審判的被告並無不同。此一觀點的確蘊涵發人深省的智慧，值得吾人參考。從而，探討吾國協商程序之強制辯護制度，似不宜顧此失彼，置簡式審判程序、通常審判程序不論，而應通盤檢視各個刑事訴訟程序，方能規劃出符合吾國國情及人民需求的制度設計。

四、促進訴訟經濟之觀點──法院事前同意必要性之省思

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除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或簡易判決處刑前，檢察官得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逕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之請求，經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項於審判外進行協商，…。」關於「經法院同意」一節，其意旨為何，學者有不同的解讀，有認僅係使法院知悉協商之進行，並非賦予法院得恣意拒絕當事人協商之權
者；亦有認為協商程序之開啟，應經法院事先審查為宜
者；至「法院辦理刑事訴訟協商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一點則規定，協商程序之開啟應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同意。

淺見以為，首先，就法條文義及體例觀之，新增之協商程序條文，並未規定法院事前審查所應審酌之要件及相關之法律效果，對照於同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六關於法院事後審查協商合意之要件、准駁、法律效果等，均有明文規定之體例，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關於「經法院同意」之規定，應解為其用意僅係使法院得以知悉協商之進行為宜。其次，就訴訟經濟的角度觀之，倘認協商程序之開啟須經法院事先同意，檢察官通常須在法院第一次開庭時，以言詞向法院提出聲請，往往導致該次庭期空轉，而虛耗訴訟程序；且一味拘泥於法院同意後方得進行協商之規定，恐將錯失檢、辯雙方達成協商合意之時機。再者，就程序權保障的論點觀之，新增的協商程序就法院事後審查協商合意之要件、准駁、法律效果等，均有詳細的規範，從而，法院於協商合意達成後再行介入審查，已足以擔保協商程序之合法正當及協商合意之公平妥適。最後，就法院的角色觀之，倘由法院擔任協商程序開啟的樞紐，難免對被告造成無謂的心理壓力或滋生不當的聯想，為了確保法院客觀中立的地位，仍以法院事後審查方式較為妥適。

五、提昇協商效能之考量──協商合意之定位及執行

控、辯雙方的協商結果，端賴認罪協議（吾國新增刑事訴訟法似以「協商合意」稱之）方得實現，因此，認罪協議必須具有執行力，協商制度才有實效，也才不至流於空談。淺見以為，美國的認罪協商制度最令人嘆為觀止的，無非係其極具深謀巧思、精心雕琢而成的認罪協議（參見本文貳之六）。由於控方就認罪協商之標的、協議之內容、方式等，具有廣泛的裁量權，不同屬性的被告所在意之重點也各不相同，因此所協議出的條款，往往包羅萬象，令人稱奇，控、辯雙方彼此之權利義務，亦鉅細靡遺一一列載，從而，某程度言之，認罪協商制度之所以在美國的刑事制度中歷久不墜，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係控方經由認罪協商程序所達成的協議條款，往往較法院判決更能適切體現刑罰之目的及落實社會的多元價值。

吾國的協商程序既係部分參考自美國制度，就美國認罪協商制度運作的實效，自不容輕忽。建議日後修法能參考前述論點，就認罪協議之內容、控、辯雙方之權利義務、不履行之法律效果等作出具體規範，以落實協商制度的內涵，並達到提昇程序效能之目的。

六、救濟途徑之必要性──上訴之檢討

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第一項規定：「依本編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但有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二項之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理由係認協商判決均經當事人同意，以不得上訴為原則；惟為兼顧裁判之正確、妥適及當事人之訴訟權益，爰規定上列情事例外允許上訴。然查，上訴制度之設計，本即在救濟法院的違失，避免專擅而昭公信，從而，倘係為了疏減案源，減輕法院負荷之目的，藉詞「經當事人同意」作為不得上訴之理由，顯然欠缺正當性依據；更何況「當事人同意」本身，並無治癒判決違法之效力，倘將法院的錯誤責令當事人承擔，使其蒙受違法判決之不利益而無救濟管道，這樣的司法實難獲得人民信賴。

淺見以為，首先，新增刑事訴訟法所採之協商程序，僅限於刑的協商，不及於罪的協商，從而，「當事人同意」的範圍，亦僅止於刑度，因此，以「當事人同意」作為阻卻上訴之理由，自應限於經合意之刑度，方屬合理，從而，除有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二項之情形外，當事人不得以法院之量刑過重或過輕為由，提起上訴，洵屬妥適（本文貳九參照）。其次，由於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業已明文揭示法院不得為協商判決之情形，其立法精神無非係認該等情事之存在，將導致協商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所追求的實體真實、公平正義等價值，因而縱有當事人之同意，仍禁止法院為協商判決，從而，倘有違反該項規定，即屬判決違背法令，依法自應為上訴理由且不待特別規定，詎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第一項竟規定，協商判決以不得上訴為原則，同時列舉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一項第一、二、四、六、七款之情形作為得上訴之例外規定，並排除同項第三、五款之事由，自非妥適。再者，法院駁回協商聲請之裁定，性質上屬判決前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定，依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六第二項規定，不得抗告，固屬有據，惟法院駁回協商聲請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至鉅，自應附具理由，且允宜由當事人於本案上訴時併予聲明不服。

肆、美國刑事司法實務之最新發展──代結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以U.S. v. Booker and U.S. v. Fanfan
一案，宣告一九八四年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 of 1984）中，賦予聯邦量刑準則強制性（mandatory）的二項條款無效，此舉在美國的司法實務界無疑投下了一顆震撼彈，意謂著自聯邦量刑準則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生效施行以來，法院量刑權的桎梏，至此終告解除，連帶影響了長久運作的認罪協商實務（參見本文貳五）。大抵言之，此一判決反映了為數不少的美國聯邦法官對其量刑權限受到聯邦量刑準則箝制的反動；律師界對此一變革大多表示歡迎，認為將有利於爭取更大的刑度操作空間，使其與控方進行認罪協商時更具彈性；然而，也有檢察官對此發展表達憂心，認為聯邦量刑準則一旦喪失強制性，而成為僅具建議性質的法規，即無法有效規範法院的量刑，其存在恐將流於形式。總之，此一判決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目前尚難斷言，其發展走向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美國雖承襲判例法的傳統，然為鞏固並強化聯邦權能，已將許多重要法典經由立法程序予以成文化，儘管如此，聯邦最高法院仍扮演著引領司法實務、彰顯民主價值、貼近主流民意的龍頭角色，捍衛美國憲法及立國精神。聯邦最高法院作成前述判決，適切說明了抽象的立法，必須通過司法的運作及檢視，待凝聚各方共識後，再次經由立法的過程更新、實踐，方能淬煉出完善的制度。本文期許吾國的協商法制，亦能在立法者與司法者各司其職的良性互動下，透過立法創新與司法實踐的循環驗證，與時俱進，打造出符合吾國人民需求的法律制度。

� 參見吳巡龍，我國宜否擴大採用認罪協商制度以減輕司法負荷，收錄於何賴傑等「認罪協商制度之立法檢討」座談會，台灣本土法學雜誌，五十期，二○○三年九月，頁九一至一三七。


� 例如王兆鵬，論刑事訴訟新增訂之協商程序(上)、(中)、(下)，司法周刊，一一八一、一一八二、一一八三期，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六日；林俊益，二○○四年修正刑事訴訟法簡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五十七期，二○○四年四月；林俊益，求刑與求刑協商之辨正，月旦法學雜誌，一○九期，二○○四年六月；陳運財，協商認罪制度的光與影，月旦法學雜誌，一一○期，二○○四年七月。


� 參見「捐1000萬換緩刑，認罪協商惹爭議──違反採購法被訴，他經濟條件較佳，捐款協商刑度，其他三被告面臨判刑，法官嘆：法律就是黃金一條」，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聯合報；「千萬別坐牢，千萬換緩刑──砂石業者被控恐嚇圍標，接受認罪協商，捐千萬元作公益免入監」，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由時報。


� 現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暨東亞法律研究計劃創辦人。


� 按吾國刑事訴訟法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關於當事人進行主義、證據法則、交互詰問等條文，係以美國法制為重要之規範參考；復於九十三年四月七日修正公布協商程序條文，立法理由中亦敘明係採摘自美國之認罪協商制度。


�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at � HYPERLINK "http://www.ussc.gov/ANNRPT/2002/Fig-c.PDF" ��http://www.ussc.gov/ANNRPT/2002/Fig-c.PDF�


� “…the heart of the real-world criminal process is the guilty plea.”See Ronald Jay Allen [et al.]: 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 2001,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 1031.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52.


�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Supplemental Report on the Initi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and Policy Statements 48 (1987)


� John H. Langbein, Understanding the Short History of Plea Bargaining, 13 Law & Soc’y Rev. 261 (1979)


� 重罪(felony)係相對於輕罪(misdemeanor)而言，係指得判處一年以上監禁之犯罪。至於輕罪之定義請參照註57。


� George Fisher, Plea Bargaining’s Triumph: A History of Plea Bargaining in America, 200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16.


� 老練的被告自知一旦其站上證人席宣稱自己的清白，檢察官將有機會以其前科彈劾其證詞，因而削弱其獲得無罪釋放的機會；反之，倘其拒絕作證，又唯恐陪審團以其緘默而判處其罪刑。


� 聯邦最高法院著名的三個居於領導地位的判決，統稱 “ Brady trilogy”: Brady v. United States, 397 U.S. 742 (1970); McMamm v. Richardson, 397 U.S. 759 (1970); Parker v. North Carolina, 397 U.S. 790 (1970)


� 397 U.S. 742 (1970)


� “nolo contendere”字面上的意義是：“I will not contest it.”(我不反駁該項指控)。儘管該不抗辯並非承認犯罪(admission of guilt)，惟其在刑事程序上，與有罪答辯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其對被告最主要的好處在於就相同行為所衍生之民事訴訟程序中，不抗辯不得認為與有罪答辯同樣具有承認犯罪之效果。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a)之規定，不抗辯需經法院同意，法院並應審酌二造意見、公共利益、執法有效性等因素以決定是否同意該答辯。由於不抗辯需經法院同意始得為之，實務上並不多見，且其刑事法律效果與有罪答辯並無不同，故本文主要以典型的有罪答辯為探討範圍。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a)(1)參照。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a)(2)參照。有條件答辯的主要目的是使被告得以保留爭執特定程序瑕疵之權利。


� 400 U.S. 25 (1970)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170. (An “Alford” plea, name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North Carolina v. Alford , is a plea of guilty where the defendant nevertheless maintains his innocence.) Alford plea　與“nolo contendere”相同，被告均未承認犯罪(admission of guilt)，惟在刑事程序上，與有罪答辯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被告之所以為此答辯，通常係因控方握有堅強的證據，被告基於現實考量而為；或被告於行為時處於耗弱之精神狀態(酒醉或服用藥物)，致無法確認其犯了被訴之犯行。惟此答辯既與有罪答辯具有相同之刑事法律效果，本文容不贅述，僅以典型的有罪答辯為探討對象。


� Boykin v. Alabama, 395 U.S. 238 (1969)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168-169.


� Brady v. United States, 397 U.S. 742 (1970); McMamm v. Richardson, 397 U.S. 759 (1970); Parker v. North Carolina, 397 U.S. 790 (1970)


� 除前揭註所列判決外，另有Parke v. Raley, 506 U.S. 20 (1992); McCarthy v. United States, 394 U.S. 459 (1969) 等係均說明voluntary, knowing, intelligent等要件；至North Carolina v. Alford, 400 U.S. 25 (1970) 則闡述factual basis 之要件。


� 426 U.S. 637 (1976)


� Hill v. Lockhart, 474 U.S. 52 (1986)


� Sanchez v. United States, 572 F.2d 210 (9th Cir. 1977)


� Meaton v. United States, 328 F.2d 379 (5th Cir. 1964)


� United States v. Campbell, 778 F.2d 764 (11th Cir. 1985)


� United States v. Garrett, 680 F.2d 64 (9th Cir. 1982)


� Gray v. C.I.R., 708 F.2d 243 (6th Cir. 1983)


� Redwine v. Zuckert, 317 F.2d 336 (D.C. Cir. 1963)


� 395 U.S. 238 (1969)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58


� 397 U.S. 742 (1970)


� 390 U.S. 570 (1968)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54


� McCarthy v. United States, 394 U.S. 459 (1969); United States v. Lopez, 907 F.2d 1096 (11th Cir. 1990)


� 400 U.S. 25 (1970)


� 惟此並非指其證據須達於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程度，H. Richard Uviller, Pleading Guilty: A Critique of Four Models, 41 Law & Comtemp. Prob. 102 (1977)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b)(1)參照。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b)(2)參照。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b)(3)參照。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53；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14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c)(1)參照。


� “pro se” 係拉丁文，意即 “for himself” or “in his own behalf”(為自己之利益、為自己之代表)。A person who appears in court “pro se” does not have a lawyer and represents himself.


� Boyd v. Dutton, 405 U.S. 1 (1972)


� 同註45。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79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68-669


� John P. Ryan & James J. Alfini, Trial Judges’ Participation in Plea Bargaining: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13 Law & Soc’y Rev., 479 (1979); Allen F. Anderson, Judi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lea Negotiation Process: Some Frequencies and Disposing Factors, 10 Hamline J. Pub. Law & Pol’y 39 (1990)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c)(1)參照。


� United States v. Bruce, 976 F.2d 552 (9th Cir. 1992)


� 關於大陪審團之制度介紹及其運作情形，請參見拙文：「九十三年度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報告──如何提昇檢察機關之行政效能」其中貳二、肆二部分之論述。 � HYPERLINK "http://readopac.ncl.edu.tw/ncl6/efiles.pdf/C09301958.pdf" ��http://readopac.ncl.edu.tw/ncl6/efiles.pdf/C09301958.pdf�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9.


� Gary S. Katzmann, Inside the Criminal Process, 1991, Norton & Company, 145-146


� 輕罪(misdemeanor)係相對於重罪(felony)而言，係指得判處罰金或一年未滿之監禁之犯罪。重罪之定義請參照註11。


� Gary S. Katzmann, Inside the Criminal Process, 1991, Norton & Company, 384-385


� 審前處遇是一種非刑事的替代性處遇，聯邦檢察官辦案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簡稱USAM) §9-27.200規定，檢察官認為有可能理由(probable cause)足認某人涉嫌聯邦刑事犯罪時，應考量是否：從事進一步調查；開始進行訴追；不予訴追並將案件移轉予其他審判區；不予訴追而以審前處遇或其他非刑事處遇代之；不予訴追。換言之，檢察官有權裁量將該涉嫌者轉介(divert)至聯邦緩刑機構(United States Probation Service)之審前處遇計畫，倘其完成該計畫，檢察官將不予訴追或撤銷其訴追；倘未完成，其仍將被追訴(USAM §9-22.000)。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c)(1)參照。


� 包括直接的有罪答辯、不抗辯、Alford plea等情形。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c)(2)參照。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c)(3),(4),(5)參照。


� 聯邦量刑準則§ 6B1.2(a)參照。


� 聯邦量刑準則§ 6B1.2(b)參照。


� 聯邦量刑準則§ 6B1.2(c)參照。


� 404 U.S. 257 (1971)


� Mabry v. Johnson, 467 U.S. 504 (1984)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31-232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41-244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44-245


� 不同於刑事有罪判決須達於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程度，通常民事案件之一方，僅須舉證至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evidence)之程度，即足以證明他方之責任，換言之，僅須證據顯示出某一方之主張較他方為明確、可能，優勢證據之舉證責任即已滿足。


� 404 U.S. 257 (1971)


� Stephen A Saltzburg [et al.]: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ary, 7th Edition, 2004,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1087-1088


� United States v. Fitch, 964 F.2d 571 (6th Cir. 1992)


� United States v. Ataya, 864 F.2d 1324 (7th Cir. 1988); United States v. Lezine, 166 F.3d 895 (7th Cir. 1999)


� 483 U.S. 1 (1987)


�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s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U.S. Const. Amend. Ⅴ.（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遭受二次生命或身體上之危險；…。」）


� Stephen A. Saltzburg [et al.]: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ary, 7th Edition, 2004,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1090-1091


�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一條(d), (f)參照。


� 按此乃因法院先接受了被告的有罪答辯，惟同時將是否接受認罪協議之決定予以展延至其審閱刑前報告書之後，本文貳六參照。


�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2nd Edition, 2004,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49-250


� Rule 11 (f): Admissibility or Inadmissibility of a Plea, Plea Discussions, and Related Statements.


The admissibility or inadmissibility of a plea, a plea discussion, and any related statement is governed by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410.


� Rule 410. Inadmissibility of Pleas, Plea Discussions, and Related Statements.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rule, evidence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 in any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admissible against the defendant who made the plea or was a participant in the plea discussions:


  (1) a plea of guilty which was later withdrawn;


  (2) a plea of nolo contendere;


  (3) any statement made in the course of any proceedings under Rule 11 of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or comparable state procedure regarding either of the forgoing pleas; or


  (4) any statement made in the course of plea discussions with an attorney for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which do not result in a plea of guilty or which result in a plea of guilty later withdrawn.


However, such a statement is admissible (i) in any proceeding wherein another statement made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plea or plea discussions has been introduced and the statement ought in fairness be considered contemporaneously with it, or (ii) in a criminal proceeding for perjury or false statement if the statement was made by the defendant under oath, on the recor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counsel.


� Richard O. Lempert [et al.]: A Modern Approach to Evidence: Text, Problems, Transcripts and Cases, 3rd Edition, 2000, West Group, 291


� Eric D. Green [et al.]: Problem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vidence, 3rd Edition, 2000,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 150


� Kenneth S. Broun [et al.]: Evidence: Cases and Materials, 6th Edition, 2002, West Group, 363-364


� 513 U.S. 196 (1995)


� Ronald J. Allen [et al.]: Evidence: Text, Problems, and Cases, 3rd Edition, 2002,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 375


� McKane v. Durston, 153 U.S. 684 (1894); Jones v. Barnes, 463 U.S. 745 (1983)


� 同前註。


� Ronald Jay Allen [et al.]: 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 2001,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 1449


� United States v. Broce, 488 U.S. 563 (1989)


� Mitchell v. United States, 526 U.S. 314 (1999)


� Ronald Jay Allen [et al.]: 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 2001,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 1038-1041


� 18 U.S.C.A.§ 3742 (a), (b)


� 18 U.S.C.A.§ 3742 (c)


� “The privilege of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shall not be suspended, unless when in cases of rebellion or invasion the public safety may require it.”


� Stephen A. Saltzburg [et al.]: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ary, 7th Edition, 2004,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1627-1629


� Brady v. United States, 397 U.S. 742 (1970); McMamm v. Richardson, 397 U.S. 759 (1970); Parker v. North Carolina, 397 U.S. 790 (1970); Tollett v. Henderson, 411 U.S. 258 (1973)


� Blackledge v. Perry, 417 U.S. 21 (1974)


� Hill v. Lockhart, 474 U.S. 52 (1985)


� 除註14所述“ Brady trilogy”等三大判決外，尚有Santobello v. New York, 404 U.S. 257 (1971); Blackledge v. Allison, 431 U.S. 63 (1977) 等判決亦極具指標意義。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72-673


�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 3rd edition, 2002,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673-676


� 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參照。


� 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第三百七十九條參照。


�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百八十四條參照。


�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參照。


� 司法院九十三年四月九日院台廳刑一字第○九三○○○九九一○號。


� 註21、註22參照。


� 按此乃本文所強調的「認罪協商」與「有罪答辯」之區辨，二者有其不同之射程範圍，請參見本文貳之一的論述。


�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之一參照。


� 新增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四第二項參照。


� 509 U.S. 389 (1993)


� 王兆鵬，論刑事訴訟新增訂之協商程序(上)，司法周刊，一一八一期，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三版。


� 陳運財，協商認罪制度的光與影，月旦法學雜誌，一一○期，二○○四年七月。


� 125 S. Ct. 738 (2005)





PAGE  

